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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茅盾小说中的嘉兴文化地理因素 

汪娟
1
 

(嘉兴学院文法学院，浙江 嘉兴 300341) 

【摘 要】：茅盾小说中的地理空间大多是以其故乡——嘉兴地区为观照,嘉兴地区的文化地理环境从社会、政

治、经济及文化等各方面影响着他的创作。茅盾的作品带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政治倾向,反映出作家创作与地理

环境的互动;嘉兴的经济地理环境为茅盾小说的经济描写提供了思维的角度,他的小说充分展示了江南乡镇的经济

文化;在茅盾的小说创作中,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都是嘉兴文化地理的象征符号,体现出他对嘉兴文化地

理的高度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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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文化的地域性决定了文学的地域性。研究作家的性格、气质及其作品的风格,都离不开对作家

出生地文化环境的研究。“中国历代文学家分布重心的形成,与京畿之地、富庶之我、文明之邦、开放之域等地域环境有密切关

系。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分布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经济、文化这三者都以地理环境

为依托。”[1]纵观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地理环境,多数作家都是以其故乡作为背景,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茅盾作为中国现代

文学极具代表性的作家,其作品中的故乡文化地理因素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似乎并不凸显,但若从文化地理的视域观照茅盾作品,

可知茅盾小说中故乡的文化地理因素深深渗透于其创作思维中,从而体现出文化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内在影响。 

茅盾出生于浙江嘉兴桐乡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老水乡——乌镇。从中国地理文化区划分而言,嘉兴地区属吴越文化区,毗

邻上海,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孕育了众多文化历史名人。茅盾作品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及相关的文化景观,都有

着其故乡的印记。茅盾作品大多是以他的生长地区为观照,反映出故乡文化地理的鲜明特质,蕴含了嘉兴地区的文化色彩,可以说,

嘉兴文化地理对茅盾小说的塑造有着重要的作用。从茅盾的小说中可见嘉兴地区独特的政治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人文地

理环境在其作品中留下的烙印,而茅盾小说的文化品格、审美情趣无不凸显着嘉兴文化地理的质地。 

一、茅盾小说创作中的社会政治环境 

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与地理环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二者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复杂的政治地理现象。“一方面,地理环境为

人类政治活动提供自然舞台,天然地理基础与自然条件直接影响到人类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为;另一方面,人类的政治活动又可

以决定文化地理的分布状况,并通过人文景观的建立改变原始的地理特征。”
[2]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左翼文学的开创者,茅盾是

社会剖析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不可否认,其作品中社会化、政治化的视野与嘉兴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自吴越争战而始,嘉

兴地区经历了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各种政治风云,虽未曾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中心,但其社会政治地理环境却有着重要意义。可

以说,茅盾一生都在政治与文学的交错中度过,社会参与意识十分强烈。茅盾作品大多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他以其特

殊的方式反映出作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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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地区历来风气开化,较早受到民主、自由、文明的新风尚的影响。少年时期的茅盾就接受了新思想的教育,早期的思想

中已经透露出对社会及人生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茅盾积极热情地关注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进行文学创作。一方面,他将其

对社会历史的观察与情感寄托在文学作品中,在文学中表达他心中实现社会变革的意愿,如王德威指出的:茅盾在除夕夜,“看到

的不只是空荡荡、暗沉沉的街道与关门倒闭的商店,还有光彩耀眼的戏院门前聚集的大批人群——这个对比带出的是一个奇诡的

末世景观,绝望与妄为、荒凉与颓废并存”,在茅盾回乡的航程中,他所看到的中国社会现状是“船正缓缓驶入深沉夜色——盲目

与无力的领地”[3];另一方面,他在文学之外仍深怀政治抱负。茅盾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一直热衷于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

这种政治情怀已影响到他的小说创作,他认为五四高潮过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无产阶级的文学方向。 

在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中,均以其故乡——嘉兴水乡的地理环境为背景,小说描写普通水乡农

民老通宝一家的悲剧性遭遇,春蚕丰收却供过于求,种田丰收却米价剧跌,农民辛劳一年却得不到丝毫的成果。茅盾这些描写农村

生产生活的小说深刻地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问题与社会状况,由于茅盾自身对故乡的社会现实认识较深,“故相较起来,

他没有一般左派作家浅薄,也没有像他们一样陶醉于革命必胜的自我催眠调子中”[4]115。这些描述江南地区农民生活的作品,反映

出茅盾故乡的地理环境生活不仅影响到其创作题材的选择,更使其有意识地运用政治化的社会价值标准去理解与描绘社会生活,

这些小说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描写农民由自发反抗而走向革命的经典作品。捷克汉学家马立安·嘎利克认为:“茅盾是一

位政治的、社会的作家。‘个人的区区小事’是不能吸引他的,只有那伟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才最使他激动不安。他的作品充满

了时代精神,现实感极强。”[5]茅盾是一个对社会具有很强使命感与责任感的作家,故乡嘉兴的社会地理环境使他对中国社会现实

状况具有了更为敏锐的观察与独到的把握。 

社会政治因素及党派意识已经渗透到茅盾的创作思维中,他的小说主题、人物形象与艺术风格都与社会环境息息相联。夏志

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写道:“茅盾无疑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作家,与同时期任何名家相比,毫不逊色。”[4]11520世纪 30

年代初期是中国社会锐变最戏剧性的时期,茅盾在这段时间的小说创作以乡间、城镇为空间背景,皆有故乡嘉兴的缩影。通过他

的创作,茅盾提供了一个全面鸟瞰 20世纪初期中国乡村社会的视角:农业相对于工业技术、衰亡相对于革命、过去相对于未来的,

使读者认识到了社会、政治、经济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茅盾的小说以其丰富的内涵阐释了以嘉兴地区为样本的中国乡村城镇

的社会政治环境。故乡嘉兴地区虽然很多时候在茅盾小说中被虚化,但原乡的影子始终在他的小说空间背景中出现。 

浙江文人走向上海、落居上海是中国现代文学界相当普遍的现象,茅盾自 1916 年就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嘉兴地区

与上海毗邻,无疑在区位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故乡走向上海,上海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为茅盾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乡间、

市镇、都会三地的空间背景在茅盾的小说中呈现出互动的关系,充分地展现出社会环境的彼此参照,显示了茅盾对中国社会与中

国革命的深刻思考及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他对中国社会政治与现实的观察理解因此具有了深远的价值。 

二、茅盾小说创作中的经济环境 

不同的地域环境为人类提供不同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经由人们的生产方式而形成不同类型的经济形态,经济发展的差异

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因此,经济发展水平是制约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地区的经济环境对作家文学创作所产生的

影响从其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印记。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嘉兴区域具备优越的自然经济条件,土地肥沃,气候湿润,交通便利,是发展

经济的风水宝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是嘉兴经济文化地理的写照。嘉兴地区自古以来良好的经济基础造就了

深厚的文化土壤,茅盾的成长地桐乡因“地处杭嘉湖平原,距上海仅半天的路程,稻桑兼作,颇得近代经济发展的风气之先”
[6]
。 

茅盾曾在其回忆录中描写过嘉兴桐乡乌镇:“我的故乡向来是一个鱼米之乡,清朝光绪年间,商业、手工业都很繁荣。……清

朝乾隆年间,乌青两镇最为繁盛。市街店肆售同样物品都集于一处,市街即以是分类得名,例如衣帽街、柴米街之类,此在当时,只

有省会或大的府城,才有此规模。就其区域之广,人口之多,商业和手工业繁荣之程度而言,仍然非一般县城所能及。”[7]茅盾成为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与嘉兴区域经济发达、商业氛围浓厚及自身接受过良好教育有直接关系,茅盾也认为:“人的思想乃受社会环

境所支配,而社会环境乃受经济条件所支配。”[8]茅盾生长在一个充满了商业氛围的家庭环境中,从小对商业的耳濡目染及生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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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使他在创作小说时对社会经济的描写得心应手。 

在茅盾的小说中,嘉兴经济对他最大的影响反映在他对故乡小商业环境的不断描写中。嘉兴作为江南小镇,桑蚕业既是其主

要经济产业,也是农民的重要生产资料,在茅盾的许多小说中都或多或少地写到故乡的桑蚕业。茅盾对桑蚕业的熟谙在小说《春

蚕》中表现得非常清晰。小说对蚕农从孵蚕前的准备到蚕的成长都有非常细致的描写,这些场景都是茅盾生活环境中耳熟能详的。

在小说中最能反映当时社会经济现状的是对“茧贱伤农”的摹写:“原来那三十多里水路远的茧厂挑剔得非常苛刻:洋种茧一担

只值三十五元,土种茧一担二十元,薄茧不要。老通宝他们的茧子虽然是上好的货色,却也被茧厂挑剩了那么一筐,不肯收买。”[8]

茅盾小说对桑蚕业的描写反映了 20世纪 20年代末嘉兴地区的经济地理环境,这种农商结合的经济体系充斥着劳动者与剥削者的

矛盾。茅盾在《我怎样写〈春蚕〉》中曾详细地介绍了“叶市”这样一种投机市场是如何操纵桑叶价格的,揭露了浙江杭嘉湖一

带的茧行组织剥削蚕农的真相。茅盾在文中表明,自己虽不是农家弟子,但亲戚故旧都有做这行的。茅盾小说对桑蚕业的细腻描

写代表着江南区域典型的乡镇经济文化,是 20 世纪 20 年代嘉兴经济地理环境的镜像,嘉兴经济地理环境一方面为茅盾小说的经

济描写提供了书写与思维的角度,另一方面也揭示出经济地理环境与作家作品的重要关系。 

嘉兴的经济地理环境是茅盾小说创作中经济视角的渊源,其身处嘉兴城镇的商业环境是不可忽略的。在茅盾小说中,社会背

景都是江南城镇的工商业环境或是它的相邻上海区域,所涉及的人物也都是江南城镇的工商业者。“比如 20 年代的轮船公司老

板王伯申(《霜叶红于二月花》),比如 30 年代的绸厂老板唐子嘉(《多角关系》),橡胶厂老板何耀先(《第一阶段的故事》),40

年代的机器厂老板严仲平(《锻炼》),还包括林永清(《清明前后》)、阮仲平(《走上岗位》)等,这种地域商业传统的影响也是

显然可见。”[8]诸多的商人形象从性格特点及活动背景都带有茅盾故乡小商业经济文化的影子。其最有代表性的小商人形象莫过

于《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在他身上充分反映出嘉兴经济地理环境对商人的重要影响,林老板具有嘉兴商人的典型性格:精明勤

劳,经营灵活,兢兢业业,奉公守法,胆小谨慎等。小说多次描写到林老板的这些特点,如:“于是林先生和他的店员就要大忙而特

忙,异常敏感地伺察着这位未可知的顾客的眼光,瞧见他的眼光暼见什么货物上,就赶快拿出那种货物请他考较。”[9]98小说中的林

老板尽管苦苦挣扎、努力经营,但最后仍身处困境。茅盾将林老板作为一个乡镇小工商业者的普遍形象来描写,流露出对这一普

遍形象的同情和悲悯,使读者能够切身感受到基于传统乡镇经济模式下,小工商业者们在当时所处时代与经济环境下的压迫感与

悲凉感。 

“当中国在东南沿海一带的社会经济结构逐渐为现代化生产、商业所代替的时候,这巨大而复杂的生活内容,就提供了文学

形式相应改变的可能性,茅盾的贡献之一便是适应了 30 年代生活的变化,对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文体作了新的拓展,

向中长篇延伸,大大提高了中国现代小说反映生活和人的心灵深广度的可能性。”[6]224 茅盾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子夜》在中国现

代文学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小说中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正是基于嘉兴地域商业文化的商人形象。茅盾在《子夜》中将主

人公吴荪甫的故乡命名为“双桥镇”,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其所具有的人文特点都具有茅盾所熟知的故乡——乌镇的影子。

《子夜》描写了 20世纪 30年代中国城镇经济状态的真实图景。小说主人公吴荪甫利用家乡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充分发展小城

镇商业经济,他投下巨资,使家乡日渐趋向现代化。小说通过描述双桥镇的经济结构为读者勾勒出了在大上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

江南小镇经济的侧面图景。从地理位置而言,嘉兴经济地理环境与上海相依相附,20世纪初的上海在通商和新产业的社会需要下,

形成了新型的经济发展空间,构成了丰富而多样的社会阶层,如买办阶层的形成等,嘉兴地域的经济发展不免也受到上海经济因

素的调控与影响,而这种调控与影响是以作家茅盾“走出去”的形式来实现的,即茅盾从嘉兴乡镇经济地理环境到上海都市商贸

经济的变化,这种地理环境的转换对茅盾的经济视野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小说《子夜》中,公债投机、股票市场、托拉斯、

信托公司等当时最时髦的西方经济术语层出不穷,这些无不体现出作家所处经济地理环境的复杂性。从人物形象方面来看,茅盾

塑造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形象仍然来源于茅盾在生活环境中所接触的工商业者的圈子,吴荪甫的人物原型就是他的表叔卢学溥。

而卢学溥也出生于乌镇的一个富绅之家。他崇尚维新,无心进仕,一心致力于银行业。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指出,《子夜》

主人公吴荪甫的性格特点一部分取之于对卢学溥的观察,一部分取之于他从事工商业的同乡。茅盾在《子夜》中用一种缜密的经

济角度去分析展示了当时的社会问题与经济价值,小说的经济视角使其与同时代的海派作家们拉开了距离,茅盾的创作也被称为

是“最具生产力意义”“最具产业意识和金融意识的作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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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的小说创作注重从经济视角剖析社会,从而揭示了受经济条件所支配的人的社会心理和情境,这种经济视角的观察与思

考都与茅盾身处的经济文化环境息息相关。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茅盾小说中的经济因素真实地再现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江南乡

镇的经济文化环境。 

三、茅盾小说创作中的文化地理符号 

茅盾的小说创作中,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抑或是民风尚俗,都是嘉兴文化地理的象征符号,他的创作体现了作家对

嘉兴文化地理的高度认同感。 

在茅盾小说中描写的自然景观具有典型的江南地理特征,如小说对“雨”不厌其烦的描述,从细雨到暴雨,多次交替出现,而

且这种自然景观的描写往往与小说中主人公的心绪紧紧相连。当林老板处境糟糕时,“天又索索地下起冻雨来了。一条街上冷清

清地简直没有人行”。[9]107雨水的萧瑟仿佛在诉说悲伤的心情,渲染了更加凄凉的气氛。很显然,在这里作为自然景观的“雨”成

为了一种文化符号,“雨”给小说中的主人公带来的是凄凉与无助之感。在《子夜》中,当吴荪甫的妹妹惠芳终于抛下老爷的《太

上感应篇》去玩时,“雨越下越大,东风很劲,雨点煞煞地直洒进那窗洞;窗前桌子上那部名贵的《太上感应篇》浸透了雨水……”[11]

文中的“雨”不仅洗去了《太上感应篇》为代表的一个旧时代,而且暗示着主人公吴荪甫即将迎来商场上的急风骤雨。在茅盾小

说中,“雨”不仅仅是江南的自然景观,更是一种社会环境的象征,是与小说人物相对应的社会实景。 

建筑景观作为一个地区的人文景观,代表了一个地区的文化符号,而一个地区的建筑气质可以呈现出这个地区景观文化的内

涵和特点。茅盾的生长地——乌镇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古镇,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吴越春秋时期,小河两岸是乌檐青瓦,沿河的小船在

一个个桥洞下穿过,形成了独特的桥文化与船文化。在茅盾的小说中,有很多对桥和船的描写,他多次以乌镇为蓝本,描绘家乡的

建筑景观。如小说《林家铺子》中描写了沿街商铺毗连,商铺的建筑体像水墨画般与河相邻,这种建筑景观正是乌镇的真实面貌。

乌镇石板路的两侧民居与商铺沿街而排,古朴飘逸的建筑风格是嘉兴居民生活环境的缩影,林家铺子已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

地标景观,其景观的文化意蕴也隐含在乌镇的空间形式中。正如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所言:“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

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12] 

风俗习尚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反映了地方特定的生活形态和民风民情。嘉兴地区自古以来就风俗丰富,茅盾

成长于这样的民俗形态环境中,耳濡目染,不免在作品中对江南的民俗世相有着生动的描述。最典型的是茅盾小说《春蚕》描述

的蚕桑生产习俗,“用中国传统的方法来殖蚕,是一个古老而粗陋的方法,需要爱心、忍耐和虔诚。整个过程就像一个宗教仪式”。

小说描写了民间蚕桑的各类风俗:老通宝通过大蒜头上长出的绿叶多寡来占卜春蚕的收成;四大娘淘米烧饭时观察饭锅上的热气

有没有直冲上来,热气冲得越猛,则预示着蚕花越好。这些描写,不仅使读者了解了中国传统的殖蚕方法,而且如实地反映出嘉兴

地区的民俗风尚,让读者感受到江南蚕事活动的氛围。从某种程度而言,嘉兴地区特定的风俗文化已经浸润到了茅盾的创作思维

中,这种地域文化精神的影响和规约对作家的创作心理趋向是无形的,也是深刻的。 

总之,茅盾小说通过对嘉兴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相关描述,为读者提供了感性的地方性体验。茅盾故乡的文化地理因素在

小说中已经内化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嘉兴地区的具象表述与象征。 

一个作家个体的生活环境与文化心理,足以折射出他生长的文化地理环境特征。小说作为文学创作的形式,是反映一个地区

地理性的文本。茅盾的小说创作,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作家故乡的地理文化特质对其小说创作的浸渗与影响,他以人们便于理解的

方式反映了故乡嘉兴地区的文化地理。在嘉兴文化地理的语境下,分析茅盾小说的空间建构和人文地理因素,不仅使读者能够通

过作品认识嘉兴地区的文化地理面貌,更能使读者深刻理解作家的文化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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